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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自外国移交逃犯制度研析
周  佳 *
一、引言
移交逃犯，又称“事实上的引渡”，系指在引渡合作遇到法律障碍或实际困难时，改采其它手段
送返犯罪嫌疑人，以达成引渡目的；常见的移交逃犯措施有移民法上的遣返、刑法上的驱逐出境、通
过劝说使其自动返国等等。[1] 移交逃犯具有与引渡类似的功能，但在性质上大为不同。传统国际法上
的引渡是国际司法互助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主要在国与国之间、由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具有
浓烈的主权性质；而移交逃犯走司法途径，回避了政治、外交问题，在处理方式上更为灵活。
移交逃犯相关制度的出现，反映了国际和区际刑事司法互助发展的新动向。传统国际法上的国际
刑事司法互助具有极强的主权性质，但在实践中，鉴于一些国家内部治理结构的多样化，一国之内的
不同区域也开始以适当方式参与跨境刑事司法互助。除了联邦制国家的各州之外，随着“一国两制”
的成功实践，中国也开始成为这方面的重要实践者。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可以根据中央政府的授权和协助，以“中国香港”、“中国澳门”
的名义，进行移交逃犯等跨境刑事司法互助活动。
虽然港澳特别行政区对外从事司法互助问题已经具有相对稳定的制度设计和成功实践，但由于台
湾问题迥异于港澳的特殊性，在台湾当局与外国开展刑事司法合作的过程中，这些制度和实践无法全
完被效仿或遵循。台湾当局始终试图以“独立”的名义和身份对外开展刑事司法合作，但由于两岸政
治定位的分歧，大陆因素又往往成为其无法逾越的一道坎。这一矛盾在 2016 年的“肯尼亚案”中再次
凸显。鉴此，本文拟以最具敏感性的逃犯移交为切入点，分析当前台湾当局与外国开展刑事司法合作
的制度设计及其实践，并展示台湾对外刑事司法合作中的两岸因素。
摘 要：台湾当局不愿接受“一国内部之法域”的法律定位，试图以“独立”的名义和身份开展
对外刑事司法合作，有违国际法基本理论和国际社会的普遍现实，进而导致台湾地区由外国移交逃犯
面临“协议少、执行难”的困境。尤其是两岸刑事管辖权发生竞合时，关于台籍嫌犯遣返的争议极易
引发两岸民意对立，进而影响两岸刑事司法合作。借鉴香港“授权基础上的自治模式”，台湾地区可
以采用“两岸合作下的自治模式”，在《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法律框架下，加
强沟通，通过合作来破解移交逃犯的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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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湾地区由外国移交逃犯的制度框架
为了顺利与外国进行逃犯移交，台湾地区与其他国家签署了许多以司法互助为内容的法律文件，
包括刑事司法互助协定 3 个，“引渡条约”12 个，此外还有 1 个针对个案的谅解备忘录。
（一）“引渡条约”
迄今，台湾当局与外国总共签署了 12 个“引渡条约”，签署的对象国包括哥斯达黎加、巴拉圭、
南非、斯威士兰、多米尼加、多米尼克、圣文森、格瑞那达、马拉威、马绍尔群岛、帕劳和圣克里斯
多福及尼维斯。[2] 这些“条约”主要有以下共同特点：一方面，从主体角度看，这些“引渡条约”都
是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签署的，对方主体都是台湾当局的所谓“邦交
国”；另一方面，虽然这些“引渡条约”的内容参考了有关国际条约或公约以及国际引渡实践，体现
了一些公认的引渡原则和内涵，如双重犯罪原则、政治犯不引渡、“本国国民”不引渡、军事犯不引渡、
死刑犯不引渡、一事不再理原则等，但内容较为简单概括，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
台湾对外“引渡条约”的签署与两岸关系的变化不无关系。从 1984 到 1994 年间，台湾地区较为
密集地与外国先后签署 9 个“引渡条约”，但这一情况在 1994 年戛然而止。此后 15 年间，台湾地区
再也没能签署任何“引渡条约”，而且台湾地区与马拉维于 1994 年签署的“引渡条约”也未能生效。
而这恰恰是李登辉开始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等分离主义行径进而引发两岸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发生的。
直至 2008 年马英九上台后重新承认“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两岸关系相对缓和，台湾当局才得以继
续签署 3 个“引渡条约”。
台湾当局之所以对“引渡条约”情有独钟，其主要源于传统观念中引渡制度的主权性质。传统国
际法理论认为，引渡是主权国家间的法律行为，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引渡虽然属于刑事法律范畴，
但也涉及外交问题，在某些情势下引渡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两国间的国家关系；[3] 第二，引渡的权力源
于国家管辖权。国家管辖权是主权的一个方面，而包含引渡权在内的刑事管辖权是国家管辖权组成部
分。[4] 根据主权不可分割原理，一国主权必须由国家统一行使，任何公民、中央行政单位或地方政府
均无权与外国缔结条约，也无权安排两国之间的引渡事宜。有鉴于此，台湾“最高法院”曾表示：“刑
事司法权之行使，乃为国家主权内容之一，维护司法权之完整，不受外国政府干涉，并系国家主权独
立之重要表征。”[5] 台湾当局致力于签订“引渡条约”，正是为了利用引渡的“主权”性质，起到间
接的“宣示”作用。
台湾当局积极签署“引渡条约”的主要意图在于“彰显主权”，扩大所谓“国际空间”。然而，上述“引
渡条约”并没有突破其所谓“邦交国”的范围，甚至部分“邦交国”也没有忠实于所谓“邦交”关系，
南非、多米尼克、格瑞那达、哥斯达黎加和马拉威共和国等 5 个国家先后与台湾当局“断交”。依据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和 1986 年《关于国家与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亚纳公约》
第 63 条的规定，条约当事国间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不影响彼此间由条约确定的法律关系，但外交或领
事关系之存在为适用条约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者不在此限。[6] 而引渡属于行政机关通过外交途径所进行
的刑事司法互助，其实施依赖外交关系的存续。所以，姑且不论台湾地区的缔约资格，单从条约的效
力而言，上述 5 个“引渡条约”已经因“断交”而无效了。
（二）刑事司法互助协议
台湾地区对外总共签订了 3 个司法互助协议，其中有 2 个在逃犯移交方面分别规定了“驱逐出境”
和“解送”的方式，有 2 个明文排除了引渡的适用。
“驻菲律宾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与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间刑事司法互助协定”（简称“台菲协定”）
的签署，缘起于 2011 年菲律宾遣返案。2011 年农历年前，菲律宾将 14 名台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遣
送至大陆，引起台湾当局的不满，后经大陆、台湾及菲律宾的多次交涉，菲律宾表示愿意与台湾当局
《台湾研究》    2019 年第 2 期
· 70 ·
建立刑事司法合作机制。最终在 2013 年 4 月 19 日，菲律宾与台湾当局以“驻菲律宾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和“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名义共同签署“台菲协定”，约定了双方的刑事司法互助事项。其中，
“台菲协定”第 17 条规定，“请求方之国民在请求方所属领域内涉嫌犯罪，受请求方受请求时，应依
双方国内法及本协定第 21 条谘商结果，促使该国民驱逐出境”，确定驱逐出境为移交逃犯的具体方式。
驱逐出境是一种强制离境的刑罚，由于其执行主体是司法机关，不具有主权性质，在实践中经常被作
为逃犯移交的具体实现路径。
同样“去主权”化的条款还体现在 2002 年 3 月 26 日签署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与美国
在台协会间之刑事司法互助协定”（简称“台美协定”）中。该协定第 11 条规定了“解送受拘禁人”
的内容以实现逃犯移交，但其第 3 款第 3 项进一步明确规定：“受移送方所属领土内之主管机关不得
要求移送方所属领土内之主管机关发动引渡程序以达送还被移送之人之目的。”换言之，台湾当局自
美国移交逃犯只可“移送（return）”，不可“引渡（extradition）。此外，2013 年 7 月 24 日签署的“驻
南非共和国台北联络代表处与南非联络办事处刑事司法互助协议”虽然没有规定逃犯移交的互助事项，
但在第 2 条第 3 款也明确规定“本协议不适用于引渡”。
（三）个案协议
由于台湾与绝大部分国家之间都没有签订刑事司法互助协议，所以实践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签订
刑事司法互助个案协议。“林克颖案”是台湾地区首个自外国“引渡”的案例，“关于引渡林克颖谅
解备忘录”也是台湾地区首个以逃犯移交为内容的个案协议。
印度裔英国籍商人林克颖于 2010 年 3 月 25 日在台北市酒后驾车撞死送报生黄某，并于 2012 年 8
月冒用友人护照潜逃英国。2012 年 12 月，台湾“最高”法院以公共危险等罪名判处林克颖有期徒刑 4 年。
随后，经台湾“法务部”与英国研商，双方于 2013 年 10 月 16 日采取异地换函的方式签署了“关于引
渡林克颖谅解备忘录”（简称“备忘录”），台湾当局据此向英国提出“引渡”林克颖请求。[7] 苏格
兰爱丁堡法院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作出初审判决，同意林克颖引渡回台湾服刑。后林克颖数次上诉，
英国最高法院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宣判台湾方面胜诉，全案将发回苏格兰高等法院重新审理。
尽管台湾当局根据“备忘录”提出了所谓“引渡”程序，但值得注意的是，该程序所援引的英国
国内法上的“引渡”与传统国际法上的引渡概念仍有所区别。英国签署“备忘录”的法律依据是 2003
年英国《引渡法》，该法并未将提出引渡的对象局限于主权国家，而是引入了“法域”（territory，
jurisdiction）的概念 , 从而涵盖了一些不具有主权地位的地区。因此，英国《引渡法》第 194 条规定：
只要是“法域”，无论与英国有无外交关系或是否为英国承认之主权国家，都可以在与英国在签署备
忘录的前提下，启动引渡程序。关于“法域”，该案一审法院马西弗法官（Kenneth Maciver）指出：“法
域”概念并无绝对的定义，英台双方签署“关于引渡林克颖谅解备忘录”后，即代表英方承认台湾是“法
域”，台湾当局即可适用第 194 条向英国提出引渡请求。但将上述判决无限上纲并认为其“确认了台
湾的国际法律地位”，则显然误读了英国的国内法。
（四）善意或互惠原则
实践中，在台湾地区与被请求国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台湾当局还会依据善意或互惠，并通过
遣返或驱逐出境等方式实现逃犯移交合作。台湾当局与越南、柬埔寨等无协议国家都曾经顺利移送过
台籍电信诈骗嫌犯。[8] 近年的例子，如 2016 年 4 月台湾地区与马来西亚警方联合查获跨境电信诈骗集团，
在马来西亚砂劳越美里市查获 24 名嫌犯，其中台湾籍 7 人。经台湾方面和马来西亚协商，双方于 5 月
16 日由马来西亚向台湾地区遣返了 5 名台湾籍嫌犯。再如，2015 年 12 月 16 日，49 名台湾人因跨境
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网络诈骗，在当地被罚 2.5 万元台币、关押 2 个月，后经台湾方面和印度尼西亚协商，
被印尼移民总局递解出境。基于善意或互惠进行逃犯移交合作虽然不涉及主权，易于达成一致，但是
难以实现合作的规范化，每次逃犯移交成功与否取决于台湾方面与被请求国家的具体协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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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湾地区由外国移交逃犯的实践困境
一方面，台湾地区由外国移交逃犯的规范依据不足，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
尽管台湾当局陆续签署了 12 个“引渡条约”，但由于对象国并非台湾的主要商旅往来对象，因此，
迄今尚没有出现台湾当局根据这些“条约”提出请求并完成“引渡”的案例。[9] 虽然“台美协定”规
定了“解送受拘禁人”的内容，但面对台美司法管辖权的竞合，台湾当局更是缺乏提出解送请求的实力，
迄今依然无法请求美国方面协助逮捕或遣返潜逃至美国的罪犯。[10]“台菲协定”运作相对顺畅，已经
有顺利移交逃犯的先例。例如，菲律宾在 2014 年 4 月 24 日于大马尼拉地区帕拉纳圭市和同年 7 月 9
日于怡朗省怡朗市破获的电信诈骗案，都抓获了台籍犯罪嫌疑人，菲律宾均依照“台菲协定”将台湾
籍犯罪嫌疑人移交至台湾地区追诉审判。[11] 但单一的“台菲协定”与台湾地区的实际需要相去甚远。
至于个案协议，它只是弥补刑事司法互助协议不足的权宜之计，事倍功半。以林克颖案为例，自林克
颖于 2012 年潜逃英国以来，虽然台湾地区与英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但该案在英国历经 5 年诉讼，至今
未能将林克颖移交回台。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由于两岸关系的现实，当两岸因管辖权竞合而产生争议时，台籍嫌犯
往往无法被遣返回台湾地区。
以近年发生较多的电信诈骗案为例，所谓“管辖权竞合”，就是台湾地区依据属人原则，认为自
己对台籍嫌犯拥有管辖权；而大陆方面，除了依据属人原则外，还以被害人以大陆人居多为由，依据
保护原则对案件享有管辖权。虽然从根本上讲，大陆对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有司法
管辖权，而且大陆也一直积极推进两岸司法互助，但在实践中，由外国遣返回来的犯罪嫌疑人究
竟应该交给哪一方，两岸不免出现一些分歧。例如 2011 年的菲律宾遣返案，虽然台湾方面向菲律宾提
出了遣返台籍犯罪嫌疑人的申请，并向菲律宾上诉法院申请了“人身保护令”，但菲律宾方面未予同意。
出现这种模式的主要原因是：大陆作为中国司法互助主体的法律地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对于
台湾地区的司法权，许多国家持否定或模糊的态度。再如，2016 年 3 月 25 日，大陆警方与马来西亚
警方联手破获电信诈骗案，抓获来自两岸的犯罪嫌疑人共 117 名。台湾当局闻讯，于 4 月 15 日“抢回”
了由马来西亚先期遣返出境的 20 名台籍嫌犯；之后马来西亚政府将剩余的 32 名台籍诈骗犯全部押送
给大陆警方，台当局对此则表达了“严正抗议”的立场。[12] 这一事件使两岸在涉外司法互助中呈现出
对立的态势，严重影响了两岸之间在相关事务上的善意与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两岸关系较为平顺时期，也不乏外国直接将台籍犯罪嫌疑人直接移交给台
湾当局的例子。例如，在 2010 年 12 月 22 日“台菲协定”尚未签署前，台湾警方与菲律宾警方联手破
获电信诈骗案件，共计逮捕 28 人，其中 18 人为台湾居民、10 人为大陆居民。后台籍犯罪嫌疑人由台
湾警方直接带回台湾，而大陆涉案人员则由菲律宾移交至大陆。然而，两岸关系的对立化，则会阻碍
两岸的司法合作，从而直接影响逃犯直接移交模式的顺利执行。如 2016 年之后的多起遣返案中，遣返
至大陆的台籍犯罪嫌疑人不再移交给台湾方面，而是在大陆地区受审，便是受到两岸关系的影响。
四、台湾地区与外国拓展司法合作的路径
在国际范围内，签署协议依然是保证移交逃犯顺利进行的最佳途径，那么如何使台湾地区顺利与外
国签订移交逃犯协议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以香港为例，香港地区与台湾地区法律地位相同，都是一国之
内的法域，但在与外国进行移交逃犯等刑事司法互助时，香港地区进行的更为顺利。最典型的例子便是，
尽管泰国拒绝与台湾地区签署司法互助协议，但却与香港地区签署了《合作执行刑事判决协定》。[13]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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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香港的对外司法合作模式，对于台湾地区顺利与外国签订移交逃犯协议，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香港：授权基础上的自治模式
香港对外司法合作的特点体现为授权基础上的高度自治。香港特区政府的缔约权由大陆授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第 96 条的规定，香港特区政府有
权在中央人民政府协助或授权下，与外国进行司法互助合作。为了贯彻该条规定，香港地区对外签署
的移交逃犯协定都开宗明义的规定了大陆与香港特区政府的授权关系；[14] 在协议执行方面，当案
件涉及外交、国防和重大国家利益时，香港特区政府应就有关案件向大陆通报，由大陆作最
终决定。[15]
在授权的基础上，大陆赋予香港特区政府高度自治权。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制
定本地立法。香港特区于 1997 年制定了《逃犯条例》，它成为香港特区对外开展移交逃犯合作的主要
法律依据。其中许多规定延续了香港地区原有的法律规定，因而与大陆地区的制度有较大差别。例如
对移交逃犯的证据要求方面，大陆与外国签署的引渡条约中没有具体要求，但在香港地区对外的
移交逃犯协议中，要求请求方必须提供充分的表面证据。[16]（2）建立直接联系。香港特区与外国根据
移交逃犯协议进行合作时，可以由协议指定机关直接联系外国对应机关，以协商诸事、解决纠纷。例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移交逃犯的协议》规定，香港特区
方面由律政司作为联系机关；当争端无法解决时，香港特区政府可以请求大陆通过外交途径与外
国缔约方沟通，帮助处理争端。
（二）台湾：两岸合作下的自治模式
现阶段，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大陆无法向台湾当局直接授权，但大陆在各方面的协
助已经显现成效。例如，2010 年 12 月 27 日中国大陆与菲律宾破获的电信诈骗案，在大陆的协助下，
14 名台籍犯罪嫌疑人成功解押回台湾；[17] 之后在大陆的默许下，台湾当局与菲律宾签署“刑事司
法互助协定”，使双方移交逃犯获得法律依据。如果两岸继续加强司法合作，大陆方面可以对台湾地
区自外国移交逃犯制度产生更多的积极影响。
1. 避免争议，落实合作
台湾地区对外签署的逃犯移交协议较少，其最大原因是各国对台湾地区法律地位的质疑，而质疑
产生于两岸对这一问题的分歧。反观香港地区，其之所以能顺利签署 13 个移交逃犯协议，正是基于中
央政府的授权。因此对台湾地区而言，如何回避两岸分歧就成为促进两岸合作、顺利签署协议的关键。
而成功签署的“台菲协定”，无疑为未来台湾地区对外签署逃犯移交相关协议提供了启示。
一方面，签约主体应适格。“经济文化办事处”，是台湾当局为了与各国保持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等
关系所设立的机构。“台菲协定”仿照两岸“两会模式”，由政治性较弱、功能性较强的“经济文化
办事处”作为签署协议的双方主体，成为台湾地区有效回避政治争议，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跨
境合作的典型范例。
另一方面，合作范围应适度。这里的“适度”具体指对“引渡”活动的排除。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引渡法》的规定，外交部是进行引渡的法定联系机关，任何地方行政区域都没有权力独立对外进
行引渡活动。因此，在跨境司法互助实践中，我国也切实贯彻了上述法律规定，不适用“引渡”制度。
比如香港与外国移交逃犯的标准协定文本中，规定的是“移交逃犯”；澳门的《澳门刑事诉讼法典》
中使用的也是“移交”的表述。[18] 回避具有主权性质的“引渡”制度，无疑有利于台湾地区与外国移
交逃犯合作的达成。
2. 加强沟通，依法合作
台湾地区与外国逃犯移交协议数量较少的现状不可能在短时间改变。在实践中，为了提高台湾地
区自外国移交逃犯的成功率，通过大陆方面间接遣返是比较灵活、现实的出路。而且，两岸的遣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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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直接法律依据，即《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简称《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第 6 条：
双方依循人道、安全、迅速、便利原则，遣返刑事犯、刑事嫌疑犯。
两岸在第三方遣返的案件中，主要面临管辖权竞合的矛盾。《两岸司法互助协议》没有明确规定
从第三地遣返的台籍犯罪嫌疑人应优先遣送至哪一方，这可以理解为：无论遣送给大陆还是台湾地区，
都不违背《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的规定；已遣返的犯罪嫌疑人的去向，可以由两岸协商决定。这种解
释具有现实依据，再次以 2010 年发生的菲律宾遣返案为例，14 名台籍犯罪嫌疑人先遣返回大陆，后
经过两岸主管机关的多次联系，以及台湾海基会也通过两会紧急联系机制与大陆海协会的沟通，最终
将他们由大陆顺利遣返回台。[19]
虽然《两岸司法互助协议》对两岸的遣返合作实践具有积极指导意义，但因为规定过于抽象，对
相关概念、程序没有进一步明确，还未实现两岸合作的模式化，所以实践中才会出现 2016 年马来西
亚遣返案中台湾当局“抢人”的事件。为了消弭两岸之间的矛盾，协商机制成为关键。根据《两岸司
法互助协议》第 3 条的规定，除了海协会与海基会的联系模式外，遣返事项主要由两岸司法业务部门
的直接对接，并进行实质审查。例如 2016 年的肯尼亚遣返案，两岸就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与协商。2016
年 4 月 20 日，台湾法务部门专案小组赴大陆进行协商，并提出“共同侦办、分工合作与建立原则”三
大主张。21 日，双方在北京进行会谈，并达成多项共识，双方都认为，要在珍惜和维护《两岸司法互
助协议》基础上，针对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新情况，进一步探讨深化打击的具体合作方式，并就后续协
助侦办等事宜保持积极沟通。[20] 由此可见，两岸基于《两岸司法互助协议》加强沟通合作，能够大大
提升间接遣返模式的可行性。
结语
在当前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的背景下，犯罪活动呈现出国际化趋势，各国各地区对跨境刑事司法
互助的需要日益迫切。台湾地区与外国进行逃犯移交，是台湾地区与外国之间的刑事司法互助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在实践中反映出的种种问题，关乎台湾人民切身利益，需要大陆给予足够的支持。毕竟
主权国家是国际的主要组成单位，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个法域，只有与大陆相向而行，才有利于拓
展台湾地区的司法合作路径，乃至获得合理合法的“国际空间”。将来台湾地区与外国建立更多的包
括移交逃犯在内的司法互助关系，都需要台湾方面与大陆方面加强协商与合作。事实上，大陆方面已
经注意到了台湾地区对于司法互助的需求，而根据一个中国原则，在大陆的授权或协助的前提下，
台湾当局以适当的名义和身份对外进行司法合作活动，才具有法理和现实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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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urrender System of Fugitive Offender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to Taiwan Area
Zhou Jia
Abstract: Taiwan authorities is unwilling to admit its legal orient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s trying to 
cooperate with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field of criminal judicature “independently”, which violated the basic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mmon realit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ccordingly, Taiwan 
area is facing difficulties in the surrender of fugitive offender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Especially when two 
competing penal jurisdictions of Mainland and Taiwan area occurred, it would be easy to lead to antagonism 
of cross-straits public opinions about the surrender of suspects from Taiwan area, which makes against cross-
straits criminal cooperation. Use Hong Kong’s experiences on “self-government mode based on authorization”, 
Taiwan area may apply “self-government mode based on cross-straits cooper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ross-strait Joint Fight against Crime and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greement",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should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deepen cooperation, and will finally solve the dilemma of surrender 
of fugitive offenders in Taiwan area.
Key Words: Taiwan Area; Surrender of Fugitive Offenders; Repatriate;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